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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胎”已经实施 5 年，但新生人口数量并未迎来井喷式增加，反而在 2016 年

达到 1786 万的新生人口峰值之后连续三年减少，2019 年新生人口仅 1465 万人，

较 2016 年峰值下降了 321 万，堪称“断崖式下跌”。 

同时在各城市不同的房价压力、生育观念等因素影响下，城市之间生育率水平及走

势存在较大差异，譬如一直以来有生育执念的阜阳、温州、泉州等城市出生率大幅

下滑，而珠海、贵阳、合肥等城市人口出生率持续上升。有限的总量下，企业为实

现规模稳步增长，进一步深度挖潜有效购房需求变得十分必要。 

本文选取了《2020 年中国城市发展前景排行榜排名》TOP50 城市，再加上 10 个

高出生率的人口大市，包括临沂、阜阳、周口等，从人口出生率指标切入，结合各

城市人口出生规模、出生率变动等指标，进一步对样本城市的潜在购房需求进行分

类评判，并藉此进一步分析各类城市在房地产市场方面的表现差异，以此提供相关

结论以供参考。 

 

01 研究背景：生育率断崖式下跌 

房地产高增长时代难以为继 

 

 

在过去的 20 年，我国房地产规模经历了高速度的增长，但近些年受棚改缩减、需求

透支、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整个中国房地产发展逻辑出现了巨大转变。尤其是近

几年，我国生育率严重下滑，2019 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 1.52（即一个育龄妇女平

均生育 1.52 个孩子），不仅远低于 2.45 的全球平均水平，相比 2.1 的警戒线也远远

不及，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过去的规模高增长时代难以为继，甚至未来的 3-5

年间，房地产规模还有下调的风险。在有限的总量下，为了实现规模稳步增长，房企

进一步深度挖潜有效购房需求变得十分必要。1、“二胎效应”逐渐消退，人口出生

率与自然增长率连续 5 年下滑（略）2、广东省出生率居高不下，传统生育大省山东

人口出生率急剧下滑（略）3、新生儿相关购房需求下跌，对城市住房规模及产品结

构产生较大影响（略） 

 



02 城市现状：经济滞涨、产业转型断档期 

阜阳、泉州出生率持续下滑 

 

受经济、产业、人口结构以及生育、教育等成本压力多重因素的影响，各城市的人口

变动趋势表现各异。分能级城市来看，超半数一二线城市人口出生率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而三四线城市出生率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从年均人口出生规模来看，临沂、阜

阳、泉州、周口等三线人口大市居于前列。但值得注意的是，受经济滞涨、产业转型

以及堆积生育意愿释放殆尽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三四线城市的人口出生率近些年有明

显的下滑，尤其是阜阳、泉州，2019 年人口出生率较 2016 年降幅均在 2.5 个千分点

以上。 

1、超半数一二线城市人口出生率慢于全国平均分城市来看，人口出生率水平表现各

异。分能级来看，三四线城市出生率相对较高，譬如泉州、东莞、珠海、湛江、佛山

等广东和福建省下辖城市，户籍人口出生率均超 15‰，远超全国平均人口出生率的

10.48‰。当然除了东南沿海区域之外，山东、安徽、河南等生育观点较重的区域，

部分城市人口出生率依然处于较高水平。相比之下，浙江和江苏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

出生率反而较低，譬如无锡，2019 年户籍人口出生率仅有 7.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近 3 个千分点。一二线城市人口出生率水平相对较低，尤其是哈尔滨、长春、大连、

沈阳等东北城市，人口出生率在全国基本处于垫底位置。此外，上海、宁波等老龄化

比较严重的城市人口出生率也处于较低水平。与三四线城市表现一致，广东、福建、

安徽、山东等省份下辖的一二线城市出生率水平处于相对高位。但总体来看，超半数

一二线城市人口出生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三线样本城市人口出生率TOP10城市中，

仅有厦门、贵阳两个二线城市，其余 8 个城市均是三四线城市。 

 
2、新生人口 TOP10 城市，一二线城市仅占四席（略）3、出生率走向分化，珠海、贵

阳持续上升，阜阳、温州等大幅下滑（略）4、泉州、佛山常住人口生育率不及户籍，

须警惕外来人口粘性不足（略）5、城市特征：产业升级、人才政策提升城市活力，

人口流入进一步推升京、沪、杭住房需求（节选）由于涉及城市众多，这些城市的产

业、就业、经济水平各不相同，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存在较大差异，加之城市之间常住

人口规模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我们选取了常住人口出生量和常住人口出生率这两



个具有可比性的指标，对典型城市进行分类。通过人口出生率变动情况、人口出生量

两个维度的测评，可以分为四大类，分别是：1）潜力巨大型：即人口出生量高、出

生率升高的城市，典型如佛山、合肥；两城均是典型的人口流入型城市，同时人口基

数也比较大，在产业升级发展的助力之下，常住人口保持较快增长，2019 年两城常住

人口规模均超 800 万。同时，在大多数城市面临“二胎”效应迅速衰减困境的同时，

两城 2019 年常住人口出生率较 2016 年依然有约 2 个千分点的增幅。在规模和出生率

的双重利好之下，这类城市可谓是占尽先机，未来房地产规模增速势必突出。与之类

似的城市还有西安、杭州等，虽然两城市常住人口出生率不及合肥、佛山突出，但由

于两城产业基础较好，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人口规模的快速增加使得“购房需

求”蓄水池水位明显上升，同时旺盛的需求也为城市房价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后

劲乏力型：即人口出生量高、出生率降低的城市，典型如阜阳、泉州。这类城市面临

规模增长乏力、生育率急速下跌的双重风险，因为未来房地产规模和需求面临巨大的

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京、沪等城市在指标上来看属于“后劲乏力”型城市，但

考虑到京、沪作为超大城市，为了城市安全和精细化管理，落户门槛相对较高，以达

到控制人口规模的目的，这样一来城市人口出生率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在评估城市发

展潜力时，我们弱化了出生率下滑这一指标对其产生的影响，把这类城市由“后劲乏

力”型调整成为“潜力巨大”型城市。 

 



3）生机勃勃型：人口出生量低、出生率升高的城市，譬如珠海、贵阳；两城均是典

型的人口流入型城市，虽然人口基数不大，在产业升级发展的助力之下，常住人口保

持较快增长，2019 年两城常住人口增量在 10 万人左右，同时，两城常住人口出生率

依然保持上扬的势头，在高出生率的利好之下，人口增速加快注入更多需求“新血”，

楼市长期发展无虞。4）自然老去型：即人口出生量低、出生率降低，譬如南昌、金

华等；与阜阳、泉州、佛山等人口规模接近千万的大城市相比，两城市的人口规模相

对较低，2019 年常住人口均在 560 万左右，较 2018 年常住人口增量均不足 6 万人，

剔除人口自然增量之后，实际上人口是净流出的，远不及杭州、宁波等产业发展较佳

的城市。此外，这类城市出生率水平也不甚突出，2019 年常住人口出生率均在 12‰

以下，而且下降速度也比较快，2019 年出生率较 2016 年降幅超 1 个千分点，这又进

一步加剧了城市的“衰老”进程，势必会影响房地产需求规模的增加。 

03 楼市表现：高出生率支撑房价上行 

推动成交结构进一步向中大户型集中 

 

 

在“二胎政策”的影响下，典型城市均在 16 年或 17 年迎来了生育小高峰，但其后出

生率基本均呈现下滑趋势。不过，由于生育观念迥异，不同城市的出生率水平也有所

不同，下降幅度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进而也影响了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在本章

中，我们将分析出生率位于不同水平的城市在成交规模、房价和成交结构上存在的差

异。另外，由于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在政策调控、外来人口基数上有着明显的差

距，为了更准确得衡量出生率对城市住宅市场量价和结构的影响，我们将从二线城市

和三线城市中分别选取出生率高、中、低的城市来进行比对分析。 

1、成交规模：人口出生率与商品住宅成交规模变量正相关，天津等低出生率城市成

交规模大幅下滑由于近年来热点城市纷纷调控市场，加之房价不断上涨，导致购房需

求被压制，大部分一二线城市的商品住宅成交规模在 2016 年也因此就迎来了下滑趋

势，典型如北京、上海。虽然成交规模下滑是大趋势，但出生率对成交规模的变动仍

有一定的影响。结合样本城市 2019 年户籍人口出生率和 2016 年~2019 年间商品住宅

成交规模变动来看，对于调控政策比较严厉的城市来说，出生率越高的城市，商品住

宅成交规模的下跌幅度也往往比较窄；而对于政策相对较为宽松的弱二线和三四线城

市来看，出生率越高，其商品住宅成交规模的上涨幅度也相对较高。 



 
进一步具体到能级城市来看。首先，在二线城市中，高出生率的城市，其近三年商品

住宅成交规模大部分都是上涨的，即使是限购政策比较严格的城市，虽然 2019 年商

品住宅成交规模低于 2016 年，但降幅相对低出生率城市处于较低水平。以出生率分

别位于二线城市高、中、低水平的三个城市——西安、杭州和天津来看，出生率最高

的西安在 2016 年~2019 年三年间商品住宅成交规模保持上涨的，出生率较低的杭州和

天津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在三年间则出现下滑趋势，其中出生率最低的天津，其 2019

年住宅成交面积几乎较 2016 年腰斩。虽然二线城市近年来出台了多项引人政策，但

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发展，严格的限购限贷政策也随之而来。在此影响下，购房主力

已经基本为自住客户，而出生率比较低的城市意味着刚需客户比例也比较少，难以支

撑原来的市场规模。因此，低出生率的天津在人才政策红利过后房地产市场成交规模

出现大幅下滑。 



 
三四线城市方面，以湛江、徐州和无锡作为典型案例来看。这三个城市 2019 年户籍

出生率分别为 15.9‰、10.2‰和 7.6‰。对比其商品住宅成交规模变动来看，出生率

位于中档的徐州 2016 年~2019 年商品住宅成交规模涨幅最高大，为 49%，其次是湛江，

住宅成交规模涨幅为 31%；出生率最低的无锡则排在最后一位，2019 年住宅成交量仅

增加了 7%。徐州的住宅成交规模涨幅之所以位于首位，一方面是由于徐州近年来城镇

化加速，2016 年以来徐州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每年增速都在 1 个百分点以上，至 2019

年徐州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已达 66.7%，由城镇化带来的购房需求助力当地市场成交

规模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临近的南京、无锡等城市因限购导致大量的投资需求外溢

至徐州，这些外溢需求也进一步支撑了徐州成交规模上涨。而湛江楼市购房需求更依

赖于本地购房客户，且城镇化率提升速度也相对缓慢，因此成交规模涨幅不敌徐州。

但对比来看，高出生率对三四线城市的住宅成交规模仍有较明显的正向作用，这一点

从出生率处于低位的无锡商品住宅成交规模涨幅明显不及湛江、徐州这类出生率相对

较高的城市就能看出。 



 
2、房价走势：高出生率二线城市房价涨幅更高，西安近三年涨幅领跑二线（略）3、 

成交结构：高出生率支撑下，西安、合肥等城市中大户型成交占比增幅显著（略）4、

小结：出生率指标对房地产市场量价、结构均有较大影响，尤以二线城市表现最为突

出（略） 

 

04 总结：高生育率二线城市市场表现更佳 

杭州、武汉等城市市场规模长期无虞 

 

 

尽管 2016 年“全面二胎”政策正式实施，但大部分城市的出生率近年来仍呈现了下

滑趋势。不过，受地区生育观念、经济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差异，典型城市的出生率

水平和走势也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如阜阳等城市户籍人口出生率在 2017 年后明显下

滑，而贵阳的出生率却在 2016 年后呈现上涨趋势。 

作为反映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出生率的高低和走势反映了城市当前和未来人口

结构的变化，也对城市住宅市场成交量价和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处于不同出生率的

城市在住宅成交规模、房价上涨和成交结构均存在明显的差异。整体来看，高出生率

城市的市场表现相对更好，如出生率位于较高水平的城市在 2016 年~2019 年间住宅

成交规模涨幅大都明显高于出生率水平较低的城市，同时这些高生育率的城市中大户

型产品的市场份额提升也十分明显，如西安在三年内中大户型住宅成交占比上涨了 16

个百分点，远高于低生育率的天津。1、高出生率的二线城市房地产基本面更佳，西

安、武汉中长期市场发展依旧值得看好虽然整体上看高生育率城市的市场表现更佳，

但相对于三四线城市，高生育率的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基本面明显更好。以西安和湛

江为例，2019 年西安和湛江的出生率分别为 12.3‰和 15.9‰，均处于所在能级城市

的较高水平。但对比西安和湛江在 2016 年~2019 年间的住宅成交量价走势来看，西安

表现明显更优：成交规模方面，西安的波动明显更小，虽有限购政策，但 2017 年~2019



年三年的商品住宅成交规模仍在 2000 万平方米以上；同时，在房价方面，西安的涨

幅明显高于湛江，2019 年房价较三年前上涨了 82%，位居二线城市首位。 

 
再联系西安和湛江近几年的出生率变化来看，西安 2019 年的出生率仅较 2016 年下降

了 0.3 个千分点，而湛江则下滑了 3 个千分点以上。维持高生育率的背后是西安持续

吸引年轻人流入，并留住这些年轻人在此安家立业。作为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西安

对周边年轻人才的吸引力十足，而在 2018 年参与抢人大战后，西安在 2018 年、2019

年的常住人口规模增量均位于全国领先，净迁入户籍人口规模也在 20 万以上。反观

湛江，近年来净流出人口规模持续扩大，2019 年流出人口数量较 2015 年增长了近 20

万，值得注意的是，湛江流出的人口多以年轻人群为主，是市场上的置业主力，因此

近年来的成交规模也在持续下降。 



 

综上来看，相比湛江等三四线城市，西安、武汉等高生育率二线城市在经济发展

逐渐向好的影响下可持续吸引年轻人口流入，生育率虽会下滑但仍位居高位，购房需

求也会持续旺盛，对市场成交规模的支撑也更加稳固。因此，高生育率的二线城市中

长期市场前景相对更佳。2、人才流入带来更多年轻家庭，武汉、西安、杭州等中大

户型成交占比仍有较大上升空间（略）3、评价出生率影响也应考虑人口流动，在佛

山、东莞等三线城市尤为重要（略）  


